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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婚姻纠结于“本我”和“超我”之间

            ——《剪灯新话》中兴娘、兴哥形象及其婚姻观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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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兴娘、兴哥的婚姻 “本我”与生俱来处于缺失之中，这种缺失源于笼罩其上的“他

者”话语霸权。然而吊诡的是，兴娘、兴哥的婚姻 “本我”回归“在场”，却又不得不借助

于另类“他者”的介入才能够得以实现，只不过，这种回归后的“本我”已经是被“意

淫”和被“超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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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兴娘、兴哥的婚姻 “本我”与生俱来处于缺失之中，这种缺失源于笼罩其上的

“他者”话语霸权。然而吊诡的是，兴娘、兴哥的婚姻 “本我”回归“在场”，却又不得不

借助 于另类“他者”的介入才能够得以实现，只不过，这种回归后的“本我”已经是被

“意淫”和被“超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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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ir marriage relationship, Xing Niang’s and Xing Ge’s “Id” are depressed by 
the overwhelming “Other”——patriarchal discourse hegemony. The paradox is that the recovering 
of “Id” needs the presence of the “Other”, however, the recovered “Id”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sychosexuality and is formulated by “Super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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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内心是由“自我”、“超我”和“本我”三部分构成，并且这三部分

之间没有不可转化的界限；其中，“超我”与“自我”实际上是同一部分，且“超我”处

于人格结构最高层，使得“自我”最终受控于“超我”。 i在本论文中，为了切合小说文本

和论题的实际需求，笔者尝试立足于“超我”与“本我”这一对精神分析范畴，分别从以

下四个方面对《剪灯新话》中兴娘、兴哥人物形象及其婚姻观加以剖析。

1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明代小说视域下的涉佛女性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课题号：10wx98；主持人：王水根。
2作者简介：王水根，男，1973 年生，宜春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明代小说、佛教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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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生俱来的“本我”缺失

其实，不论是兴娘还是兴哥，他们的所谓婚姻“本我”已经因为“他者”需要而与生

俱来地被缺失了。也即如小说文本开篇所交代的那样：

大德中，扬州富人吴防御居春风楼侧，与宦族崔君为邻，交契甚厚。崔有子曰兴哥，防御有

女曰兴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为兴哥妇，防御许之，以金凤钗一只为约。ii

在这里，兴娘和兴哥被“指襁褓为婚”，这背后之“指”的话语权自然不是来自于襁

褓之中的兴娘或者兴哥，而是源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吴防御和崔君——家庭中最高话语权象征。这种话语权象征的产生当可追

因于自周代以来的宗法制度的不断完善，落实到具体的个体家庭，便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

自由都必须受制于宗法制下的家礼。《孔子家语·本命解》曰：“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

二尊”，家长在所有方面包括对儿女的婚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他成员不得僭越。所以，

在婚姻问题上，不但订婚、成婚权直接垄断于当事人双方父母之手，而且婚姻的存续权亦难

逃此命运。《礼记·内则》就有这样的规定，父母的喜好与否，是儿子是否“出”妻的最终依

据。也就是说，儿女夫妻关系的存续，不在于夫妻双方当事人的情感是否融洽，而在于是否

能够取悦于父母的主客观需要。周代以来，随着以礼辅法、礼法并用直至礼向法制化进一步

固定，这种家长对家庭成员的婚姻控制权，最终导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历朝婚

姻成续的唯一合法方式。

第二个方面是吴富人和崔宦族——官宦势力与富人金钱的象征。这个方面涉及到传统婚

姻的宗旨问题。《礼记·昏义》将“合二姓之好”与“上以祀宗庙，下以继后世”作为婚姻的

最高宗旨。兴娘与兴哥之所以被“指襁褓为婚”，其真实目的便在于“合官宦势力与富人金

钱之好”，也即“合吴富人和崔宦族二姓之好”。这种“合二姓之好”上升到政治层面，便

使得皇族与皇族、臣属与臣属之间形成盘根错节、密如蛛网的联姻关系，最大限度地攫取了

家天下的统治利益。

第三个方面是为约之用的金凤钗——买卖婚与聘娶婚的象征。买卖婚是一种以物化女性

为手段，以等价物换取女性作为妻妾的婚姻获得方式。承其后的聘娶婚则是因其演变发展而

来。事实上，聘为妻、买为妾的“聘”与“买”的实质都在于金钱二字。兴娘与兴哥婚姻的聘

礼之约即承载于具有金钱象征意义的金凤钗之上。这根承载聘礼之约的金凤钗，其价值是完

全等同于婚书契约的。如承袭于前代的《大明律》曰：

凡男女定婚之初，……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

虽无婚书，但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iii

对兴娘、兴哥的婚姻来说，金凤钗的话语权是以国家意志为保障的，其话语能量之大可想而

知！

然而，无论上述哪一方面，其存在前提都是必须摒弃婚姻当事双方的话语权，虽然襁

褓中的兴娘、兴哥并不具备行使婚姻话语权的能力。真正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非理

性、非社会化和遵从快乐原则；婚姻当事双方的“本能”和“欲望”，体现于婚姻中的“本

我”对男欢女爱的“无意识”追求。而襁褓中的兴娘、兴哥显然不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婚

姻当事双方。但可悲之处在于，他们确实就是事实上的婚姻当事双方——当前是，将来亦是。

无疑，他们与生俱来地被剥夺了婚姻“本我”，剩下的只有“超我”在天长地久地维持着

没有爱情的婚姻空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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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笼罩于“他者”话语霸权之下的“本我”和“超我”

不过，无论兴娘或者兴哥任一一方，这维持着空壳婚姻的双方“超我”也始终处于

事实上的缺席之中，以至于没有爱情的婚姻空壳亦不复能够存在。对兴娘来说，兴哥的

“超我”在其婚姻中的缺席，表面上是因为“崔君游宦远方，凡一十五载，并无一字相

闻”、“父为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数年矣”，但实质是，作为父权象征的“他者”

崔君，在生前、生后行使自己的家长话语霸权时，客观上造成了兴哥“超我”在婚姻中的

缺席。并且，这种缺席是一种双向伤害，因为对兴哥来说，兴娘的“超我”同样在事实上

被动缺席于他们的婚姻。

其间，这种双向伤害曾经有过避免的机会：
女处闺闱，年十九矣。其母谓防御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载，不通音耗，兴娘长成

矣，不可执守前言，令其挫失时节也。”

在这里，兴娘母亲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于法来说，“崔家郎君

一去十五载，不通音耗”，故可以不用执守前言。兴娘母亲这样说其实是有一定的法律依

据的，元代由于较少受一贯以来的礼教影响，在婚姻法规上也就没有遵循“女子从一而

终”的原则，《大元通制条格》“户令嫁娶”条曰“为婚已定，若女年拾伍以上，无故伍

年不成，及夫逃亡伍年不还，并听离，不还聘财” iv。二是，于情来说，女儿已经老大不

小，再不成婚将贻误终生。因为古代女子若是过了十八九岁尚待嫁闺中，一般来说，那就

是属于“大龄”了。二十岁以后结婚的女子往往只是极少数，且多是事出有因。不过，在

男尊女卑的语境下，兴娘母亲的这两点建议是无足轻重的。吴防御的“他者”话语霸权举

足轻重于兴娘的婚姻：“吾已许吾故人矣，况成约已定，吾岂食言者也”，结果导致

“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绵枕席，半岁而终。”

在自己的婚姻中，兴娘的话语权自始至终都在被无视之中（事实上，这种“无视”

早在小说文本创作阶段就已经由小说作者有意无意地完成了；兴娘在生前没有任何话语

出现在文本之中），一如兴娘母亲的话语权。兴娘作为一个女儿，需要面对父亲的家长身

份；作为一个女性，需要面对父亲的男性身份。这种双重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兴娘“本

我”话语权的双重“不在场”。最终，“本我”不得不屈从于“亦望生不至”的“超我”

之中，甚至于“超我”亦不复能够在婚姻中存在。吴防御的建议，既不合法又难合情理，

但他能够举足轻重。这有一个既定礼法前提的存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他

者（父、夫、礼、法等等）”话语霸权贯穿于兴娘、兴哥婚姻始终的底气所在。

不但如此，这种“他者”话语霸权还延伸到了兴娘、兴哥的再世婚恋之中。

在兴娘、兴哥的再世婚恋中，兴哥始终是以“超我”出现的。当兴娘的“本我”“挽

生就寝”时，“生以其父待之厚，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父待之

厚”的话语霸权即使“不在场”，也仍然可以让兴哥的“超我”“不敢”越“本我”之

雷池半步！不过，兴娘却巧妙地利用了“他者（父与官）”话语霸权“不在场”的“在

场”，满足了“本我”的快乐欲望：
女忽赪尔怒曰：‘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置汝门下，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将欲何

为？我将诉之于父，讼汝于官，必不舍汝矣。’生惧，不得已而从焉。

至于兴哥的“超我”，“从”与“不从”的选择，均在“他者”话语霸权的可理解范围

内，其“累德”风险是可控的。兴娘的“本我”“甘心”承担了几乎所有责任。

于是，兴娘与兴哥的再世婚恋进入了现实实践阶段。

他们的婚恋本是不可能有现实实践基础的，“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亲知，虽欲逃

亡，竟将焉往？”因此，“他者”话语霸权应邀上场：
尝闻父言：有旧仆金荣者，信义人也，居镇江吕城，以耕种为业。 今往投之，庶不

我拒。……至则初不相识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方始记认，则设位而哭其主，

捧生而拜于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虚正堂而处之，事之如事旧主，

衣食之需，供给甚至。

在这里，兴娘、兴哥婚恋的现实实践基础是建立于“他者（父、旧主人）”话语霸权“不

在场”的“在场”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兴娘的“本我”不得不处在了一种尴尬境地—

—兴娘“本我”可以胁迫兴哥的“超我”背叛“他者”呈一时之欢，但其如何在“他

者”话语霸权支撑的婚姻中找到自己“本我”持续存在的理由？一年后，兴娘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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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主动寻求妥协于“超我”；
始也惧父母之责，故与君为卓氏之逃，盖出于不获已也。今则旧谷既没，新谷既登，

岁月如流，已及朞矣。且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归，喜于再见，必不我罪。况父母

生我，恩莫大焉，岂有终绝之理？盍往见之乎？

甚至于心甘情愿地拜倒在父亲话语霸权之下，并借妹妹庆娘的婚姻幸福取媚于兴哥的

“超我”之前：
拜其父曰：“兴娘不幸，早辞严侍，远弃荒郊，然与崔家郎君缘分未断，今之来此，

意亦无他，特欲以爱妹庆娘，续其婚耳。如所请肯从，则病患当即痊除；不用妾言，命尽

此矣。”

随着“父闻其语切，乃许之”，兴娘的“本我”完成了“他者”话语霸权和“超我”要

求下的双重回归。而当明确了这种回归的利益指向之后，读者不难发现：兴娘“本我”的

回归，无一处不见作者的“超我”魅影和男性话语霸权，这种魅影和霸权如影随形于兴

哥“超我”的冷眼旁观之中。且不从作者创作和读者接受艺术角度去解释，单从《剪灯新

话》之“钱塘凌云翰序”便可一窥此端倪：
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词之妙

粲然自成一家言，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盖亦有之。自非好古博雅，工

于文而审于事，曷能臻此哉！至于《秋香亭记》之作，则犹元稹之《莺莺传》也，余将质之宗

吉，不知果然否？”v

原来，作者的“超我”魅影和男性话语霸权是贯穿于《剪灯新话》内外的。（关于这种看法，

石昌渝、李剑国等先生都持赞成态度。）也就是说，兴娘、兴哥的再世婚恋开始于“他者”

话语霸权，继续于“他者”话语霸权。最终又不得不回归于“他者”的话语霸权。在这个

过程中，兴娘的“本我”最终不得不消解于“超我”阴影的笼罩之中。

三、另类“他者”介入下的“本我”回归“在场”

缺失“本我”的 “超我”必然不能够长久存在，因为“驱动内心活动的所有能量都

是从‘本我’当中涌现出来的，‘超我’的能量最终亦是由‘本我’来供给的”。vi然而

问题在于，兴娘和兴哥的婚姻“本我”是先天被“不在场”的，因此，其结果必然是

“超我”失去能量来源一如其“本我”而“不在场”——“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

沉绵枕席，半岁而终。”如果按正常逻辑发展，故事至此当戛然而止。否则，非常理的另

类“他者”的介入就是必须选择，这就是神道力量的介入。至于兴哥婚姻“超我”能够持

续存在，得益于以下两个支撑：一则，在于其男尊的优越性，故而婚姻选择的自由度相

对比兴娘大得多，也就是说，兴哥的婚姻“超我”可以是非唯一的。兴娘就不一样了，在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女性婚姻道德和法律要求下，“从一而终”决定了她的婚姻

“超我”不得不保持唯一性；二则，这种以神道面目“在场”的“他者”，本就是作为

小说书写者及其代言人兴哥所导演的“本我”情欲幻化的产物。包括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在

内，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话语霸权下的男性书写。

神道的介入在小说中以三种形态发生：全能全知的鬼魂；某种秩序下的冥府世界； 

因果关系中的缘分。

秩序是永远“在场”的魔咒，甚至冥府中神道的介入亦不得不遵从某种秩序，而佛

教中“业”的引入提供了这种秩序的运行依据。“业”在佛教中是“造作”的意思，指众

生的身心活动。这种活动处于某种因果关系的秩序之中，会形成产生不同结果的力量——

“业力”，这是一种潜在的功能，是未来招致某种后果的动力。“业”从形态上分，有身、

口、意业三种；从性质上分，有善、不善（恶）、无记业三类，善、不善（恶）二业招不同

的果报，非善、非不善（恶）的无记业则不招果报。“业”是人类一切原因和结果发生的

根据。vii

兴娘之所以能够以全能全知的鬼魂介入人世间，其底气便来自于这种“业”的动力，

以及该动力所维持的秩序规定。这种底气推动了冥府与阳世时空秩序的有限错位，正是这

种有限错位使得兴娘的鬼魂因全知全能而获得话语权；当其父吴防御诘之曰：“汝既死

矣，安得复于人世为此乱惑也？”兴娘的“本我”终于第一次在男性话语霸权面前得以

“在场”：
妾之死也，冥司以妾无罪，不复拘禁，得隶后士夫人帐下，掌传笺奏。妾以世缘未尽，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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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假一年，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因缘尔。

此时兴娘“本我”的“在场”以及主导话语权，设定了四处潜在的既定前提，一是，在

冥府世界中，无罪而亡的人是自由之身，即便是女子也无复如在阳世被拘束。并且，这里

的自由还包括婚姻“本我”的“在场”。二是，冥府世界中出现了“女性神圣”——后土

夫人。“女性神圣”标示着某种权力的隐喻，那就是女性在政治上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

“在场”权甚至话语权。viii三是，在阳世中，由于某种因果关系发生的因缘可以持续并完

成于冥府世界，而且这种完成已经实现了去父权、男权魅影，婚姻女性当事方获得“在

场”并主导话语权。四是，产生新秩序下的二元对立，冥府世界优于阳间世界，鬼魂优于

肉身而全知全能，否则，“如所请肯从，则病患当即痊除；不用妾言，命尽此矣。”甚至

能够对肉身生死予夺。

显而易见，上述四种潜在的既定前提多多少少有脱胎于阳间世界影响之嫌，然而，

该脱胎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发生过程中的超越自觉——对婚姻自由自主的渴望、树立“女性

神圣”的政治标的、颠覆父权和男权的女性觉醒等等。其中，尤为深刻的是，树立“女性

神圣”作为政治标的的思想，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的权利缺失根源—

—男女性别二元对立下的社会统治秩序的畸形。正是上述这些积极的超越自觉推动了兴娘

“本我”的回归“在场”。

不过，正如女性主义宗教哲学开路先锋马丽 ·达丽所说：“如果上帝是男性，那也就

意味着男性是上帝”（if God is male ,then male is God）。ix同样的道理，我们完全有理由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上帝是女性，那也就意味着女性是上帝。虽然，兴娘树立“女性神

圣”作为政治标的，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其婚姻“本我”的“在场”，甚至一定程度地

触及到了悲剧的根源，但实质上，这不过是以一种性别二元对立替代了另一种性别二元

对立，走向了女性宰制男性的性别不平等。这同样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存在。

四、被“意淫”和被“超我”的兴娘“本我”

事实上，无论兴娘、兴哥的“本我”、“超我”在婚姻中是否“在场”，其最终的动

因均可归结于小说创作者的男性话语霸权及其“本我”、“超我”的婚姻态度。这个论断

在前面三个部分已有部分探讨，下面再进一步从这个角度进行集中论述。为了更具说服力，

选取兴娘以鬼魂形态出现的婚姻“本我”、“超我”的表现作为论述对象，应该显得更为

公平。因为在兴娘、兴哥的隔世婚姻阶段，小说创作者的文本控制力不但趋于增强，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在小说中强烈倾注了其自身主观倾向。

一、兴娘“本我”的被“意淫”

兴哥得以暂留兴娘家中“宿食”，一则是“郎君父母既殁，道途又远”，而不得不

如此；二则是吴防御念“故人之子，即吾子也，今既来此，可便于吾家宿食。”虽然吴防

御劝他“勿以兴娘殁故，自同外人”，但实际上背后的潜台词即是：我是念故人之情而

非儿女之爱（其实，兴娘、兴哥定婚本就是因故人之情而无所谓儿女之爱）；兴娘不在，

你就是外人。接下来吴家的行动也证明了此点。全家都去为兴娘清明上冢，按道理，兴哥

同去应是常理之中的事，但吴家“惟留生在家看守”；一家人回来，中门关闭之速连兴

哥还一只金凤钗都“不可得而入矣”。显然，这里的还金凤钗而“不可得而入矣”，其实

是一个隐喻——吴家已经不念及曾经的金凤钗之约，兴哥此时在吴家的处境一如其暂栖

之地，早就被拒于吴家中门之外了。进退无据的兴哥“遂还小斋，明烛独坐。自念婚事不

成，只身孤苦，寄迹人入门，亦非久计，长叹数声。”在这种处境和心境下，兴哥唯一的

幻想和可能的行为，就只能是从心理和生理上双重“意淫”兴娘或庆娘了。

这种“意淫”在现实中是万万不会有可行性的，于是兴哥仅有的金凤钗和曾经拥有

的兴娘出场了。不过，此时“在场”的兴娘，也即承载于金凤钗的鬼魂，是已经被完成了

其婚姻“本我”和“超我”的双重回归自然的。只不过这种回归自然，在兴哥或者小说创

作者的意识里，被简单地从生理上“性化”为“侍寝”而加以“意淫”了。由于阴阳二界

的疏离和兴娘“本我”的被回归自然，兴哥的“本我”能够安全地隐身于兴娘及其自身

“超我”的光环之中，并尽情地“意淫”兴娘和庆娘姊妹同体。

在该“意淫”过程中，兴哥的“超我”自始自终都把自己置身于法律和道德的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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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且，在满足了生理需求的同时，规避了几乎所有可能的风险。但对于兴娘和庆娘来

说，一方面，她或她们冒着巨大的法律与道德风险主动地奉献自己而甘愿被“意淫”：
方欲就枕，忽闻剥啄扣门声，问之不答，斯须复扣，如是者三度。乃启关视之，则一美姝立

于门外，见户开，遽搴裙而入。生大惊。女低容敛气，向生细语曰：“郎不识妾耶？妾即兴娘之妹

庆娘也。向者投钗轿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寝。

另一方面，甚至还要承受来自利益获得者——兴哥“超我”的法律和道德俯视：
生以其父待之厚，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女忽赪尔怒曰：“吾父以子侄之礼

待汝，置汝门下，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将欲何为？我将诉之于父，讼汝于官，必不舍汝矣。”

生惧，不得已而从焉。

二、兴娘“本我”的“超我”实质

兴娘的隔世婚姻的实现，有两个“决定”起了关键作用：

一是兴娘“与崔家郎君缘分未断”，决定了兴娘可以再续隔世婚姻。这里的“缘分”

并非儒家意义上的“莫之为而为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的天命，x而是上文所说的佛教

“业”的结果，其具有强烈的作“业”者的主体性和自律性。然而，这种主体性和自律性

恰恰亦是兴娘“本我”走向自性疏离成为实质上“超我”的症结所在。这是因为，一方面，

“缘分”让兴娘的“本我”回归自然本性，体现了婚姻当事人应有的主体“在场”；但

另一方面，兴娘“本我”的婚姻再续也因此仅仅成了一个顺从“缘分”以完成世缘的程

序，一个“他者”话语霸权下的主体被迫自律的过场。这种婚姻动因不是源自于当事方的

爱情，而是来自于所谓 “不可逃之数”的“缘分”规定。这样一来，兴娘的婚姻“本

我”走向了实质上的“超我”，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二是兴娘的鬼魂可以决定庆娘的婚姻甚至生命：
今之来此，意亦无他，特欲以爱妹庆娘，续其婚耳。如所请肯从，则病患当即痊除；不用妾

言，命尽此矣。

在这里，兴娘隔世婚姻的实现是以牺牲庆娘的婚姻甚至生命为途径的，庆娘对自己的婚

姻和生命均失去了任何话语权。兴娘 “本我”成了庆娘婚姻的粗暴“他者”，客观上制

造了又一个“兴娘”婚姻悲剧。其实，这种悲剧从娥皇、女英时代起就已经开始演绎，只

不过在《剪灯新话》书写过程中，这种演绎已化作了时代自觉罢了。

兴娘婚姻“本我”无论是被“意淫”还是被“超我”，都是一种人性的被扭曲。从深

层看，可归咎于以下两个主要因素：一则，兴娘（庆娘）“本我”与“超我”的双重回

归动因并非来自于其本性流露，而是来自于某种话语霸权下的男性书写；二则，在当时

的法律、道德甚至小说语境下，婚姻当事双方已经被完成了人格异化。并且，这种异化，

已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人格悲剧，而是承载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悲哀。（关于

这种人性悲哀，我们在凌濛初对《金凤钗记》的两个改编细节中可以得到更深的体会。其中，

一个细节强调了“崔生与庆娘定情之夕，只见庆娘含苞未破，元红尚在，仍是处子之

身”；另一个细节则皆大欢喜于“后来崔生出仕，讨了前妻封诰，遗命三人合葬”）xi

余论

一直以来，人们对兴娘、兴哥在隔世婚姻中的形象都持一种正面评价，认为兴娘、兴

哥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对婚姻幸福追求的难能可贵精神。这种说法自然有其

情理之处，因为小说的创作不可能凭空而起，总是对一定现实的曲折反映。然而，正如笔

者文中所分析，兴娘、兴哥的婚姻“本我”、“超我”背后的种种男性话语霸权的书写，

以及该书写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才应是我们的最关注所在。

当然，今天的我们不能以后现代的境界去苛责千百年前的兴娘、兴哥抑或文本创作者，

历史地看待他们的追求与探寻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但立足历史并勇敢地超越历史，才

更有可能让当今的我们能够真正地透视清楚当今的兴娘、兴哥和你我的婚姻“在场”。并

且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某种历史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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